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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制度一样，中国的宪法也是近代舶来品。制度或观念领域

的舶来品与器物层面上的舶来品不同，它的进入必然伴随着

改变本土的环境固然由于外来事物的引入而改变，但是本土

环境也绝非一味地消极待变，而是积极地去改造外来事物。

最终当然是一种妥协，制度变成一种四不像，或非驴非马。 

说起来，非驴非马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制度传播的过程

总是伴随着某种变形，用一种常见的说法，有时甚至可以达

到“创造性的转换”的境界。但是，问题在于，假如本土因

素的改造使得外来制度完全沦为摆设，那么这样的引进就只

能说是失败了。近代以来中国制定宪法多，而宪政的事实少

，就明显不过地昭示了这样的失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

局？是哪些因素让我们制定了冠冕堂皇的宪法，但又每每蜕

化为“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也许，有必要深入到西

方宪法实践的内在环境，分析那里的宪政基础，再以“邻壁

之光”照射我们“汉家故物”，这样的对照可能有助于发现

那些能够激活我们宪法的要素，从而为宪政发展寻找可能的

路径。 所谓宪政，大致上是指宪法条文得以在生活的现世中

兑现的状态。但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宪政的要义乃是将

一切专横的权力纳入规范轨道的事业。西方的成文宪法的历

史并不长，那是从美国宪法开始的，至今不过两百多年的历

史。但是，宪政的学说以及实践历史却是源远流长，早在古

希腊的雅典时代，如何建立一种既富于绩效，又符合正义的

政府，就是贤哲热心讨论、政客乐于尝试的大课题。实际上



，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讨论的主

题都是如何建立一种正义的统治模式。而且，希腊仿佛是各

种政治学说得以试验的最好基地，君主政体、寡头政体、民

主政体、以及某种混合政体，在不同的城邦和不同的时期都

得到了实践。这些理论和实践给后世的宪法理论与制度的发

展提供了至为丰富的借镜和动力。 当然，如果我们把规训政

府和保障人权这两项指标其实，这二者差不多是一件事情的

两个方面当作宪政的主要目标的话，在西方的历史上，除了

古希腊奠定的基础外，还有一些因素也相继出现，使得西方

宪政得以最终确立。宗教以及教会是我们首先看得到的因素

。基督教的神学学说本身包含着像原罪说、救赎说等教条，

构成了对世俗统治者的强有力的约束。当每个人都需要赎罪

以作为得到上帝宽恕的前提，国王也不能够例外；上帝面前

人人平等很容易转换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甚至可以在

像圣托马斯那样的神学大师那里发现更激烈的也更具有宪政

意义的表达。在这位杰出的神学家看来，对权力的服从是有

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它的取得必须合法，或者后来成为合法

的。统治者的命令不应超过人们所授予的权力，也不应强使

臣民承受无益的或不平均的负担。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服从

是以权力的正当行使为条件的。不法命令没有约束力。无道

之君必须加以反抗。在我国古典学说中，虽然也有民贵君轻

一类的说法，但是，那大多不过是所谓“体制内学者”的规

劝而已，以神学作为强有力后盾的思想却是闻所未闻的。 神

学之外，罗马教廷以及教会的存在对于世俗统治者的制约更

是显而易见。“把恺撒的东西归恺撒；把上帝的东西归上帝

。”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这种俗权与教权的二元对立也构



成了最基本的“两权分立”，它使得教廷和教会不能对世俗

事务进行干预，同时，世俗君主也不可以“过网击球”，染

指人民的精神事务。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两权分立传统，后

世的一些宪法权利，尤其是宗教信仰作用、言论自由、学术

自由等权利不受世俗权力干预才能够得到那样坚实的保障。

“文化大革命”中正在“五七干校”里受尽磨难的顾准先生

写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一定是感叹系之的：“两种政治权威并

存⋯⋯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

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

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在两头政

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

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致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

无所逃也’，只能延颈就戮！” 如果说套在世俗君主脖子上

的第一条缰绳是宗教和教会的话，第二条便是阶级以及阶级

斗争对君主权力的限制。过去我们对于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

理解实际上是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它把本来十分繁复的社会

结构简化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国王（或皇帝

）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实际上，在欧洲的许多社会里

，存在着国王、贵族、僧侣、商人、自由民以及农奴等非常

复杂的阶层或阶级划分。这些不同阶级之间具有利益上的冲

突，但是也经常发生某种妥协。持续久远的多元利益之间的

冲突与妥协既构成了近代宪法得以产生的温床，同时也是宪

法不流于空泛宣言或一纸具文的重要保证。英国历史上的第

一个宪法文件《大宪章》便是贵族与国王斗争的产物。正因

为利益攸关，虽然已经有约翰王签字画押，但后来的不同时

期，贵族们还是要不依不饶地迫使继任的国王们不断地再确



认《大宪章》的有效性。很明显，利益多元，不同利益集团

要有各自不同的代表者，各种代表者都有机会在议会的立法

过程中一争高下，在税收标准和财政预算的审核以及对政府

的监督中大显身手，这些都是确保基本的宪政秩序得以存在

的前提条件。 说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反问：我们的封建社会

不是也有阶级斗争么，何以中国就没有产生出宪法呢？实际

上，通常所谓“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根本就是张冠李戴；自

秦以来的两千年中国社会与马克思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全然不

同。而且，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对私人产权向来缺乏严格保护

，科举取仕以及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又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

间的开放和流动，我们始终难以形成稳定的阶级界限和不同

利益之间的各自共识。如此则即便有宪法类型的文件，那也

仅仅是新王朝标榜其正统性和合法性的书面声明而已。 社会

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知识分化是约束专横权力行使的第三个

因素。社会分工的观念一旦进入政府制度之中，某些特定权

力的行使者就需要以受过特定专业教育为前提，而专业教育

本身所追求的目标便是通过系统的训练，使得受教育者具有

专业的技术和理念，从而在日后行使权力的过程趋于规范化

，具有可预期性。以法律职业为例，早在古罗马，法律的专

业化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近世以来，无论是欧陆，还

是英美，由大学或其他职业训练机构所培育出来的法律知识

与技术日趋复杂。这种知识和技术上的独立正是司法独立的

源头活水和基本保障。与此同时，专业化的司法权对于行政

乃至立法权力进行合法性或合宪性审查的做法也为越来越多

的宪政体制所接受。在现代民主国家，行政首脑照例是由民

选产生，立法权的行使者更不消说就是人民自己的代表，相



反在不少地方司法官员却是以非民选的方式产生，为什么居

然是非民选的司法权可以对于民选的行政权和立法权进行审

查？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宪政问题。当然，囿于篇幅，我们

无法在这里对这个问题作出讨论了。 上面这一番对西方宪政

历史与社会基础的讨论已经略显冗长，但是还是有许多重要

的遗漏，诸如自古希腊以来的自然法观念及其对宪政的影响

，自古罗马以来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严格保护及其对公权力的

限制，都是不该略过不谈的。尽管如此，对于这篇小文的主

题来说已经足够，那就是，我们的宪政建设还任重道远。我

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文本的引进，更重要的是本国社会结构的

改造。制定一部现代宪法、宣布一连串看上去很美的公民权

利并非难事，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出现足以使政府权

力循规蹈矩、使公民权利化作现实的结构性的强大力量，则

宪法终不免高阁蒙尘的命运。自然，这并不构成我们不去推

进民主、法治和宪政观念在这个国家中传播的理由。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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